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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避免环境罚金刑陷入“执行难”和“重惩罚、轻修复”的困境，在罚金刑不能被执行或

者不宜被执行时，司法机关对罪犯依法改科补种复绿、增殖放流、护林护鸟、巡江巡河等非刑罚

生态环境修复措施以替代原罚金刑。恢复性正义、宽恕理论以及刑法生态化均可为环境罚金刑“修

复性易科执行制度”的创设提供理论支撑。生态环境修复方案拟定主体及验收主体不明、生态环

境修复措施的实施主体被不当扩展、执行失信的担保失当、执行结案的方式不当等问题，成为甘

肃、福建、贵州等地有关环境罚金刑修复性易科执行实践所面临的司法探索难题。建议通过由法

院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参与生态环境修复方案拟定与验收、将生态环境修复措施的实施主体限定

为罪犯、取消担保并设置“反向易科”为执行失信惩处方式、明确易科执行结案的方式等对环境

罚金刑“修复性易科执行制度”加以立法创设，以期实现该制度的建构与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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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法》“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每

项罪名均规定了单处或者并处环境罚金刑，但作

为“生效宣告刑”的罚金刑往往因不能被执行或

者不宜被执行而陷入“执行难”或者“空判”

困局，既违背了刑罚的不可避免性，也无法回应

罪责刑相一致的要求。与此同时，“生态修复不

足”也使环境罚金刑陷入“重惩罚、轻修复”的

窘境，无法真正回应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要求。为

突破前述困局与窘境，笔者提出创设环境罚   

金刑“修复性易科执行制度”的建议，既将其作

为环境罚金刑执行的变通方式，也将其作为弥合

刑法惩治环境犯罪与修复生态环境之间裂痕的

制度载体。 

 

一、环境罚金刑“修复性易科执行 
制度”的概念厘定 

 

虽然目前环境罚金刑“修复性易科执行制

度”在我国尚处于理论争鸣与实践探索阶段，但

这一制度的创设既有我国古代的赎刑制度作根

基，也有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实践经验可借鉴。

环境罚金刑“修复性易科执行制度”可溯源至《明

太宗实录》中的记载：“无力运粮者，发天寿山

种树，死罪终身徒罪年限有差，杖罪每等种树五

百株，笞罪一百株”[1]，所记内容便涉及赎刑制

度中的罚役，即罪犯通过种树以赎免其所应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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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刑罚。虽然此处记载的以种树替代刑罚执行不

能排除明朝出于修建明十三陵的现实需要，但在

实质内容上与环境罚金刑“修复性易科执行制

度”几无差异，因此可视为环境罚金刑“修复性

易科执行制度”的雏形。环境罚金刑“修复性易

科执行制度”与俄罗斯、意大利、德国、西班牙、

瑞士等国和我国台湾、澳门等地区实施的将罚金

刑易科为自由劳动较为接近，尤其是将罚金刑易

科为环境保护、净滩净山、环境整理、生态巡狩

等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在实质内容上与环境罚金

刑“修复性易科执行制度”也几无差异，可被视

为罚金刑易科制度在环境资源保护领域的具体

运用。由此可见，环境罚金刑“修复性易科执行

制度”实质上是在借鉴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实践经

验的基础上对我国古代赎刑制度所进行的后现

代化改造[2]。但何谓环境罚金刑“修复性易科执

行制度”，在我国尚无规范的概念界定，基于该

制度是罚金刑易科与非刑罚生态环境修复措施

的有机结合，笔者拟在明确两者各自内涵的基础

上对其加以综合归纳。 

易科，顾名思义，易即交换、替代，科即处

罚、惩罚，所以又称为易刑处分[3]、换刑处分[4]。

易科制度是指对罪犯判处的某种刑罚难以被执

行或者不宜被执行，而以另一种刑罚或者措施替

代适用的刑罚执行制度，既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刑

法中的换刑制度[5]，也包括中国近代刑法中的换

刑制度[6]，主要有易科罚金、易服劳役和易以训

诫等种类[7]。对于易科制度的概念界定，目前学

界对易科的对象包含“生效宣告刑”并无异议，

存在的争点在于是否包含“可宣告刑罚”。大多

数学者认为易科不包括审理阶段的易科，仅包括

执行阶段的易科，宣告刑对于易科刑而言具有优

位价值，易科刑仅为宣告刑之补充，所以易科的

对象必须是法院“生效宣告刑”[8]，不包含“可

宣告刑罚”。少数学者持不同观点，认为易科的

对象不仅包括“生效宣告刑”，还包括“可宣告

刑罚”，如我国台湾学者陈朴生的定义：“刑之易

科，乃以其他刑罚，代其所宣告或可宣告之刑

罚。”[9]笔者认为“易”即交换、替代，交换、替

代前后的对象应是确定的，但“可宣告刑罚”在

具体个案未判决前尚不具有确定性，加之易科属

于刑罚执行阶段的问题，与属于刑罚裁量和刑种

选择问题的替代性刑事处罚
①
和刑的选科并不等

同，故笔者赞同大多数学者的观点，易科的对象

仅包括“生效宣告刑”。基于此，本文所称罚金

刑易科仅包括作为“生效宣告刑”的罚金刑易科，

不包括作为“可宣告刑罚”的罚金刑易科。 

刑法意义上的生态环境修复措施是指法院

在刑事司法中强制罪犯采取的旨在达到恢复生

态功能的弥补性举措[10](136)，为刑事责任实现方

式中的非刑罚处罚办法[10](142)，是对罪犯所采取

的刑罚之外的非刑罚处罚措施[11]，故也称为环 

境非刑罚处置措施 [12]或者非刑罚生态环境修  

复措施。非刑罚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在我国司法 

实践中以补种复绿、增殖放流、护林护鸟、巡江

巡河、管护林木、养鱼治污、引流冲污等较为   

常见。 

综上所述，结合罚金刑易科与非刑罚生态环

境修复措施的各自内涵，环境罚金刑“修复性易

科执行制度”是指为避免环境罚金刑陷入“执行

难”或者“空判”困局以及“生态修复不足”导

致的“重惩罚、轻修复”窘境，在罚金刑不能被

执行或者不宜被执行时，在满足特定条件以及遵

循特定程序后，司法机关对罪犯依法改科补种复

绿、增殖放流、护林护鸟、巡江巡河等非刑罚生

态环境修复措施以替代原罚金刑的一项执行  

制度。 

 

二、环境罚金刑“修复性易科执行 
制度”的理论基础 

 

(一) 以恢复性正义为价值内核 

1. 恢复性正义 

恢复性正义(restorative justice)②作为一种正

义观，认为对犯罪的正确反应不是惩罚[13]，而是

对犯罪所造成的损害和影响予以恢复。恢复性正

义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第一，犯罪不仅是对法

律的违反、对政府权威的侵犯，更是对受害人、

社会甚至罪犯自己的损害；第二，刑事司法程序

应有助于对前述损害的弥补；第三，反对国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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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行为社会回应的权力独占，提倡受害人和社

会对司法权的参与[14]。申言之，前述恢复性正义

三个层次的内容以弥补损害为视角，不仅关注犯

罪所造成的损害，而且追求对犯罪所造成的诸如

物质性损害、精神性损害和社会关系损害的恢

复。结合环境犯罪案件的特殊性，笔者认为环境

犯罪领域的恢复性正义应包含三个面向：第一，

修复受损的人身财产法益；第二，鼓励所有受到

犯罪影响的人参与犯罪后的处理过程[13]，以修复

受损的社会关系[15]；第三，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

以及修复人与自然的关系[16]。 

2. 以恢复性正义为价值内核 

恢复性正义可为环境罚金刑“修复性易科执

行制度”提供理论支撑，源于以“报应性正义”

为价值内核存在弊端，而以恢复性正义为价值内

核具有优势。首先，分析以“报应性正义”为价

值内核的弊端。在环境罚金刑“修复性易科执行

制度”建立之前，环境罚金刑执行以“报应性正

义”为价值内核，以违反国家法律、施加惩罚为

实践逻辑，通过对罪犯科以罚金刑以惩罚其环境

犯罪行为，用国家强制力代替受害人报复罪犯以

伸张正义，满足公众“恶有恶报”、追求公正的

情绪需求。以“报应性正义”为价值内核的罚金

刑“重惩罚、轻修复”，既无法直接修复环境犯

罪损害的人身财产法益，对环境犯罪损害的社会

关系的修复效果也微乎其微，导致受害人和社会

对环境刑事制裁的满意度不高，更不具有生态恢

复功能，无法补救或者恢复环境以及消除环境犯

罪的持续性危害[17]。其次，分析以“恢复性正义”

为价值内核的优势。第一，环境罚金刑“修复性

易科执行制度”有助于修复受损的人身财产法

益。如在盗伐林木犯罪案件中，将环境罚金刑易

科为补种复绿这一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可弥补林

木所有权人的财产损失。第二，环境罚金刑“修

复性易科执行制度”有助于修复受损的社会关

系。凭借环境罚金刑“修复性易科执行制度”提

供的受害人、社会公众和罪犯沟通信息、消除偏

见的条件，罪犯通过易科申请程序以证明自身执

行罚金刑的困难并表达积极补救损害的意愿，受

害人和社会公众则可对公布的生态环境修复方

案提出意见，对生态环境修复情况进行监督，对

罪犯悔过改正的行为效果予以认可，促使各方互

相体谅，从而有助于修复罪犯与受害人、罪犯与

公众的社会关系。第三，环境罚金刑“修复性易

科执行制度”有助于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以及修

复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补植复绿、增殖放流等

生态环境修复措施以恢复性正义为价值内核的

主要体现。补种复绿可修复受损的森林生态，恢

复森林固碳释氧、涵养水土、防风固沙、为野生

动物提供栖息场所等生态功能；增殖放流则可补

充渔业资源的种群与数量，修复水域生物多样

性，稳定水域生态系统。实施这些生态环境修复

措施不仅可直接补救受损生态法益、恢复受损生

态功能，还有助于人类遵循生态伦理，合理利用

自然、呵护自然，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二) 以宽恕理论
③
为伦理基石 

1. 宽恕理论 

宽恕即宽宥，放弃愤恨或者惩罚的欲望，停

止生气，原谅[18]。作为一种心理学理论，宽恕理

论常被用于分析刑法制度。宽恕理论包含三方面

的内容：第一，宽恕的有限性，即通常情况下宽

恕只能针对人类可以容忍的事情；第二，宽恕的

附条件性，即宽恕只能发生在被宽恕者请求宽

恕、承认过错并积极改正、实行苦修、进行自我

审判之后[19]；第三，宽恕的多向性，即宽恕既包

括他人宽恕也包括自我宽恕[20]。 

2. 以宽恕理论为伦理基石 

宽恕理论可为环境罚金刑“修复性易科执行

制度”提供理论支撑，源于以宽恕理论为伦理基

石契合了宽恕的有限性、宽恕的附条件性以及宽

恕的多向性。首先，环境罚金刑“修复性易科执

行制度”所涉及环境犯罪的可容忍性契合了宽恕

的有限性。宽恕的有限性，是指通常情况下宽恕

只能针对人类可以容忍的事情，当犯罪行为罪恶

深重到人们无法容忍时，就不存在宽恕的可   

能[19]。对判处罚金的环境犯罪而言，行为人很少

持故意的主观心理状态，大多出于对经济利益的

不当追求而过失损害了生态环境，相对于侵犯公

民人身权利等犯罪行为而言人身危险性普遍较

小，具有一定的可容忍性。此外，环境犯罪的罪

犯大多为初犯、偶犯，主观恶性小，以社会公众

的罪恶观进行评价大多属于可宽恕的范畴。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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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环境罚金刑“修复性易科执行制度”所涉及

环境犯罪的罪犯申请易科并积极实施生态环境

修复措施契合了宽恕的附条件性。宽恕的附条件

性是指有过者请求宽恕并积极改正为获得宽恕

的条件[19]，包括“宽恕产生的条件”与“宽恕实

现的条件”。“宽恕产生的条件”是指有过者向受

害者请求宽恕，承认过错，向受害者表示屈从，

授予其处置自己的权力，以此换取受害者的宽 

恕[21]。在环境罚金刑“修复性易科执行制度”中，

罪犯认罪态度良好，虽然无法缴纳环境罚金，但

并没有拖欠罚金或者任由刑罚落空，而是主动申

请易科为生态环境修复措施予以执行。这是其反

思悔过后向林地(木)所有权人、林地(木)使用权

人、渔业权人以及其他自然资源权利人、生态环

境法益享有人等受害者积极承认错误，请求宽恕

的行为表现，由此满足了“宽恕产生的条件”，

受害者可能对承认过错并表示屈服的罪犯予以

宽恕。“宽恕实现的条件”是指有过者积极改正

过错，进行苦修忏悔。在环境罚金刑“修复性易

科执行制度”中，罪犯通过实施生态环境修复措

施修复因其犯罪行为而造成的损害，进行苦修忏

悔，修复措施实施完毕并通过验收后，刑罚执行

依法终结，才满足“宽恕实现的条件”，最终获

得宽恕。最后，环境罚金刑“修复性易科执行制

度”所涉及的受害人和社会公众(即生态环境法益

享有人)对罪犯的“他人宽恕”与罪犯的“自我宽

恕”契合了宽恕的多向性。其一，环境罚金刑“修

复性易科执行制度”有利于实现受害人和社会公

众对罪犯的“他人宽恕”。若对自己有益则更容

易宽恕他人。相比罚金刑对罪犯的惩罚，实施生

态环境修复措施可修复生态环境，对受害人和社

会公众更加有益，更容易得到他们的宽恕。加之

生态环境修复措施的实施效果比缴纳环境罚金

更加直观，譬如昆明安宁、盘龙，福建漳州、武

夷，重庆涪陵、江津等地通过生态公益林、补种

复绿基地所采取的生态环境修复措施达到视觉

化的实施效果，更容易消解受害人和社会公众的

愤恨，得到他们的宽恕，从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

效果。其二，环境罚金刑“修复性易科执行制度”

还有利于实现罪犯的“自我宽恕”。实施生态环

境修复措施弱化了惩处目的，强化了教育目的，

体现了对罪犯的人道主义关怀，使罪犯通过实施

生态环境修复措施磨练心智、自我忏悔，妥善处

理自向性的负罪感和他向性的悔恨情绪，从而得

到自我救赎和自我宽恕。 

(三) 以刑法生态化为方向指引 

1. 刑法生态化 

刑法生态化是指将生态原理引入刑事领域，

重新界定环境犯罪，完善相应处置措施，使环境

刑法符合生态演变基本规律，以保护生态秩   

序[22]。刑法生态化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

在刑事制裁措施中引入生态环境修复措施；第

二，借助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和整体性等生态学

原理指导环境刑事制裁执行。 

2. 以刑法生态化为方向指引 

刑法生态化可为环境罚金刑“修复性易科执

行制度”提供理论支撑，源于以刑法生态化为方

向指引既有助于选择将环境罚金刑易科为生态

环境修复措施而非其他非刑罚措施，也有助于生

态环境修复措施的实施符合生态系统的自我调

节和整体性。首先，以刑法生态化为方向指引有

助于选择将环境罚金刑易科为生态环境修复措

施而非其他非刑罚措施。不同于一般的犯罪，环

境犯罪具有损害生态环境的特殊性，这便需要环

境刑事制裁措施具有修复受损生态法益的特殊

功能。为满足这一需求，刑法生态化要求对环境

犯罪进行特殊制裁，即引入生态环境修复措施而

非其他非刑罚措施。以刑法生态化为方向指引，

由于实施生态环境修复措施的实质为劳动，无人

身拘禁性，有经济价值，与环境罚金刑存在可换

性，因此环境罚金刑“修复性易科执行制度”可

以将不能执行或者不宜执行的罚金刑易科为生

态环境修复措施。其次，以刑法生态化为方向指

引有助于生态环境修复措施的实施，符合生态系

统的自我调节和整体性。第一，生态环境修复措

施的实施符合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生态修复是

在人为干预下，利用生态系统的自组织和自调节

能力来恢复、重建或者改建受损生态系统[23]，是

人为力量和自然力量的有效协作。人为修复需充分

考虑自然恢复，并根据自然恢复调整人为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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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生态修复的人为干预不是毫无章法的随意

干预，必须遵循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原理，必须以

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为执行指引。在环境罚金刑

“修复性易科执行制度”中，需拟定生态环境修

复方案，充分考量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保

证生态环境修复方案的科学性，防止修复方式违

背生态规律，加重环境损害。第二，生态环境修

复措施的实施符合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生态环境

是一个整体，构成生态环境的要素相互影响，相

互成就，而非相互割裂。在环境罚金刑“修复性

易科执行制度”中，不应仅以局部生态恢复原样

为目标，而应以恢复整体环境生态功能和生态结

构为目标；若局部受损生态环境难以恢复，则采

用替代修复、异地修复是对生态系统整体性的 

关切。 

 

三、环境罚金刑“修复性易科执行 
制度”的司法探索 

 

(一) 环境罚金刑“修复性易科执行制度”的

模式探索 

人民法院为将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引入刑事

案件，探索出了“判决判项”“量刑情节”“附带

民诉”“执行监督”[24]“执行替代”“判决折抵”

等不同类别的司法模式。由于“执行替代”“判

决折抵”模式均体现为“将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引

入环境罚金刑案件的执行环节”，与环境罚金刑

“修复性易科执行制度”的实质内容基本一致，

因此笔者将其视为环境罚金刑“修复性易科执行

制度”的司法探索。“执行替代”模式是指在罚

金刑进入执行阶段后，经罪犯申请，法院审核同

意后，裁定将罚金刑易科为生态环境修复措施予

以执行，如甘肃原卓尼林区基层法院(现更名为洮   

河林区法院)和原迭部林区基层法院(现更名为祁

连山林区法院)采用的模式。“判决折抵”
④
模式是

指判决罚金刑并在判决书中明确可用生态环境

修复措施代偿罚金，如福建省邵武法院采用的 

模式。 

1.“执行替代”模式 

采用“执行替代”模式对环境罚金刑“修复

性易科执行制度”进行司法探索的法院以甘肃省

原卓尼林区基层法院和原迭部林区基层法院为

代表。2015 年 4 月 14 日，甘肃省林区中院下发

《关于推行罚金刑易科执行试点工作的意见》，

布置原卓尼林区基层法院、原迭部林区基层法院

就涉林罚金刑易科执行工作进行试点。前述法院

就涉林罚金刑易科执行工作进行试点所采用的

就是“执行替代”模式，其实施流程为：罪犯无

经济能力缴纳罚金或者未能全额缴纳罚金，向法

院申请实施生态环境修复措施以替代罚金刑的

执行，经法院易科执行领导小组审查同意后，罪

犯实施幼林抚育、补植造林等生态环境修复措

施，实施完毕后由验收主体进行验收，验收合格

后法院裁定终结刑事判决的执行程序。笔者以原

迭部林区基层法院的三件易科执行案件
⑤
为分析

样本，对“执行替代”模式予以详细分析(参见   

表 1)。 

2. “判决折抵”模式 

以《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实施方案》为指导，

福建、江西、贵州、重庆、海南等地的人民法院

积极将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引入环境刑事案件，创

新使用劳务代偿、补种复绿等修复性执行方式，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福建邵武法院的实践。早在

2002 年，邵武法院便对犯盗伐林木罪的被告人李

某作出过“特殊”的判决，判处李某有期徒刑并

处罚金人民币 3 000 元(其中，李某应于判决书生

效后 10 日内一次性缴纳罚金 1 000 元，另外，李

某应于 2004 年 12 月 25 日前为邵武市和平镇鹿

口村种树 4 000 株，以折抵罚金 2 000 元)[25]。2010

年邵武法院制定出台了《林木补种监管令实施细

则》，规定对无经济能力缴纳罚金的盗伐、滥伐、

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罪犯，实行以补种

林木形式来替代罚金的缴纳[25]。笔者还检索到邵

武法院在 2014—2016 年作出的一些判决书
⑥
均大

致载明了如下内容：被告人未缴清罚金，可自愿

于规定时间内在本院指定的地点实施林木补种，

以林木补种的方式折抵罚金，具体实施方案详见

该院(XXXX)邵种监字第 X 号《林木补种监管 

令》
⑦
。笔者以邵武法院与福建其他法院的多件

林木补种案件为分析样本，对“判决折抵”模式

予以详细分析(参见表 2)。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 27 卷第 1 期 

 

58

 

 
表 1  “执行替代”模式的实施流程 

实施步骤 实施流程 实施内容 

1 刑事判决 判决书：(2015)迭林刑初字第 6 号，(2015)迭林刑初字第 7 号，(2016)甘 7502 刑初 3 号

2 执行启动 罪犯申请易科执行，经法院易科执行领导小组审查同意 

3 实施修复 罪犯进行幼林抚育、补植造林，包括就地修复和异地修复 

4 执行验收 林业主管部门验收；法院和林业主管部门联合验收 

5 执行结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7 条第 6 项裁定终结执行或者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第 53 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执行问题的若干规定》第 9

条第 4 项裁定免除罚金并终结执行 

 

表 2  “判决折抵”模式的实施流程 

实施步骤 实施流程 实施内容 

1 执行启动 依据《森林法》(2009 年修正)第 39 条等制作《林木补种监管令》《修复令》等法律文书

2 方案拟定 
生态环境修复方案由林业主管部门拟定、由法院协同相关部门共同拟定或者由第三方专

业机构拟定 

3 执行担保 保证金担保或者保证人担保 

4 实施修复 
罪犯、罪犯的亲友等实施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如原态修复、代偿修复、替代修复、异地

修复、公益修复) 

5 执行协助 
法院向相关的林业主管部门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法院及林业主管部门对生态环境

修复进行监督与指导 

6 执行验收 
林业主管部门验收；法院与检察院、司法行政主管部门、乡镇政府、林业站等单位联合

验收 

 

(二) 环境罚金刑“修复性易科执行制度”探

索中的难题 

目前环境罚金刑“修复性易科执行制度”的

“执行替代”模式和“判决折抵”模式均面临法

律依据缺失的困境，最高人民法院对罚金刑易科

也持否定态度
⑧
。无论是福建邵武法院适用的《刑

法》第 53 条第 2 款和《森林法》(2009 年修正)

第 39 条，还是甘肃原迭部林区基层法院适用的

《民事诉讼法》第 257 条均不能作为易科执行的

法律依据，原因在于：《刑法》第 53 条第 2 款仅

为有关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罚金的规

定，《森林法》(2009 年修正)第 39 条的“责令补

种林木”仅为因盗伐、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所

须承担行政责任的规定，《民事诉讼法》第 257

条仅为裁定终结执行的规定，均未规定将罚金刑

易科为生态环境修复措施予以执行。法律依据缺

失直接导致环境罚金刑“修复性易科执行制度”

的司法探索面临诸多难题，笔者将这些难题作如

下梳理，期冀在环境罚金刑“修复性易科执行制

度”的立法创设中得到回应。 

1. 生态环境修复方案拟定主体及验收主体

不明 

生态环境修复方案是实施生态环境修复措

施的基础，也是执行验收的依据，生态环境修复

方案拟定主体不明势必带来以下问题：第一，导致

实践中生态环境修复方案拟定主体混乱，由法

院、林业局、第三方专业机构拟定的情形均有呈

现，甚至还出现不拟定生态环境修复方案而由罪

犯自行修复的情形；第二，导致专业能力参差不

齐的主体所拟定生态环境修复方案的科学性良

莠不齐，生态环境修复效果难以保证。此外，由

于生态环境修复措施的落实离不开验收的保障，

因此验收是终结环境罚金刑易科执行的关键，生

态环境修复方案验收主体不明势必带来以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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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导致实践中生态环境修复方案验收主体混

乱，由法院、检察院、派出所、司法所、林业局

等机关和第三方专业机构参与验收的情形均有

呈现，甚至还出现“和稀泥”式的多机关联合验

收情形；其二，导致验收流于形式，验收标准不

一，验收质量无法保证，生态环境修复效果也就

无法保障。 

2. 生态环境修复措施的实施主体被不当  

扩展 

通常情况下，罪犯必须亲自实施补种复绿、

增殖放流、护林护鸟、巡江巡河等生态环境修复

措施，但实践中部分法院为加快执行速度，允许

亲友协助[26]，导致生态环境修复措施的实施主体

被不当扩展。尽管 2015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工作

报告
⑨
中对判决前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实施主体的

扩展予以肯定，但笔者认为亲属或者第三方专业

机构协助罪犯实施生态环境修复措施不能适用

于环境罚金刑“修复性易科执行制度”，原因在

于易科的对象为作为“生效宣告刑”的罚金刑罚，

而实施主体被扩展至罪犯之外的其他主体会打

破刑事责任的人身专属性，违反责任自担原则，

为罪犯逃脱刑事责任提供契机。此外，第三方专

业机构协助实施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往往并非无

偿进行，导致罪犯付费给第三方专业机构并由其

实施生态环境修复措施的结果，这不仅与环境罚

金刑“修复性易科执行制度”针对无力缴纳罚金

的适用情形不相契合，还势必遭致通过付费转移

刑罚的质疑，动摇其公平性。 

3. 执行失信的担保失当 

为确保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切实得到实施，保

障生态环境修复效果，在环境罚金刑“修复性易

科执行制度”的司法探索中常采用“执行前担保”

或者“执行后惩处”方式以应对罪犯的执行失信

行为，其中“执行前担保”包括保证金担保和保

证人担保两种方式。就保证金担保方式而言，罪

犯原本因无法缴纳罚金才申请易科执行，缴纳保

证金势必进一步增加其经济压力，与环境罚金刑

“修复性易科执行制度”针对无力缴纳罚金的适

用情形抵牾，成为罪犯申请易科执行的阻碍。举

例言之，2018 年以来福建闽清法院适用“补植复

绿”案 12 件 12 人，共收取保证金 15 万元[27]，

平均每人缴纳 1.25 万元；实践中甚至存在罪犯最

终被判处罚金 3 万元，但保证金却高达 5.4 万元

的情况[28]。就保证人担保方式而言，如果因罪犯

执行失信而由保证人代替其实施生态环境修复

措施，势必会打破刑事责任的人身专属性，违反

责任自担原则。 

4. 执行结案的方式不当 

在环境罚金刑“修复性易科执行制度”的司

法探索中，执行结案的方式不当主要体现为以下

两个方面：第一，裁定“终结执行”结案的方式

不当。“终结执行”结案方式适用于罪犯出现特

殊情况，执行程序不能或者没有必要进行下去而

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倘若罪犯此后具备执行条

件，法院一般应当恢复执行。环境罚金刑易科执

行的情形不属于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结执行的

任何具体情形，若勉强适用兜底条款“人民法院

认为应当终结执行的其他情形”，以“终结执行”

方式结案，则可能导致罪犯本已通过实施生态环

境修复措施承担罚金责任之后被法院再次追缴

罚金(当其具备可供执行的财产时)，这显然与实

施生态环境修复措施相当于罚金刑已执行完毕

相矛盾。第二，将“免除被执行人罚金”作为“终

结执行”结案的理由不当。虽然《刑法》第 53

条规定免除缴纳罚金可作为“终结执行”结案的

理由，但环境罚金刑易科执行的实质仅是执行方

式的转换，即将环境罚金刑易科为生态环境修复

措施予以执行，并非环境罚金刑事责任的免除。

即便将环境罚金刑易科执行视为附条件的免除

罚金，其所附条件也应为实施了生态环境修复措

施，而《刑法》第 53 条仅规定“由于遭遇不能

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方可免除

罚金，并未将实施生态环境修复措施规定为法定

免除条件。 

 

四、环境罚金刑“修复性易科执行 
制度”的立法创设 

 

如前所述，环境罚金刑“修复性易科执行制

度”已不乏司法探索的案例，并已形成一定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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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经验，但探索中遇到的诸多难题均反映出法律

依据缺失的尴尬，可见对该制度进行立法创设已

势在必行。笔者认为，环境罚金刑“修复性易科

执行制度”的立法创设既要对该制度进行总体构

思，也须一一回应司法探索中遇到的种种难题。 

(一) 环境罚金刑“修复性易科执行制度”的

总体构想 

1. 环境罚金刑“修复性易科执行制度”的立

法嵌入 

笔者认为，对环境罚金刑“修复性易科执行

制度”进行立法创设亟需考虑的问题便是通过恰

当的立法路径将其嵌入我国现行《刑法》。基于

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秉持，笔者建议将生态环

境修复措施引入《刑法》第 37 条[10](145)，以此明

确其非刑罚处罚措施的法律地位；在《刑法》第

53 条中新增一款“确实无法缴纳罚金的，经罪犯

申请，人民法院裁定，可易科为生态环境修复措

施予以执行”，既为环境罚金刑修复性易科执行

提供法律依据，又与《刑法》第 37 条保持衔接。 

2. 环境罚金刑“修复性易科执行制度”的框

架设计 

笔者建议将环境罚金刑“修复性易科执行制

度”的框架设计为执行启动、实施修复、执行验

收和执行结案四个环节(参见图 1)。在执行启动环

节，罪犯若无经济能力缴纳环境罚金，可向法院

申请易科执行；若法院认定其无经济能力缴纳罚

金但有能力实施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在随机委托

第三方专业机构拟定生态环境修复方案后，裁定

将罚金刑易科为生态环境修复措施予以执行，反

之则驳回其申请。在实施修复环节，罪犯应根据

生态环境修复方案的具体要求进行生态环境修

复，实施过程中，行政主管部门对其实施情况进

行监督。在执行验收环节，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实

施期限届满，法院可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验

收。在执行结案环节，若生态环境修复验收合格，

则法院以“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全部执行完

毕”裁定结案，向罪犯送达易科执行结案通知书；

若生态环境修复验收不合格，则法院裁定将罚金

刑“反向易科”为短期自由刑。 

(二) 环境罚金刑“修复性易科执行制度”的

难题回应 

1. 由法院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参与生态环

境修复方案的拟定与验收 

针对实践中存在的生态环境修复方案拟定 

 

 
图 1  环境罚金刑“修复性易科执行制度”的框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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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与验收主体混乱，生态环境修复方案科学性

良莠不齐，验收流于形式、标准不一，生态修复

效果难以得到保证等难题，笔者认为亟需明确由

法院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参与生态环境修复方

案的拟定与验收。其原因在于：第一，具有资质

的第三方专业机构的专业化程度更高，其技术人

员所掌握的生态环境修复专业知识是生态环境

修复方案拟定与验收具有科学性的保障；第二，

随机选择的第三方专业机构更加客观中立，其独

立于控辩双方、不受国家公权力干涉的独立地位

是生态环境修复方案拟定与验收具有公平性的

保障。对于生态环境修复方案的拟定，第三方专

业机构应依据法院在易科执行裁定中明确的生

态环境修复措施和生态环境修复要求，根据生态

学原理，考虑生态环境受损情况、生态环境修复

可能性、生态环境修复时间地点等条件，拟定出

科学合理的生态环境修复方案。针对“异地修复”

的“司法修复基地”，第三方专业机构可统一拟

定格式化的生态环境修复方案；针对“就地修复”

的受损生态环境，第三方专业机构需单独拟定专

门的生态环境修复方案。生态环境修复方案还可

根据补种复绿林木的生长特性、增殖放流鱼苗的

生长速度细化监督频率，确保行政主管部门有效

实施监督，以期实现生态环境修复效果。对于生

态环境修复的验收，生态环境修复期限届满时，

第三方专业机构依据其拟定的生态环境修复方

案进行现场验收，并根据验收情况出具验收报

告，该验收报告可作为法院判断生态环境修复措

施是否执行完毕以及是否执行结案的依据。 

2. 将生态环境修复措施的实施主体限定为

罪犯 

在环境罚金刑“修复性易科执行制度”中，

由于罚金刑的刑罚目的在于打击犯罪和教化罪

犯，因此，作为罚金刑易科后的生态环境修复措

施，也需实现该刑罚目的。基于责任自负原则，

罚金刑理应由罪犯亲身承担，不应扩张或者转移

给他人，作为罚金刑易科后的生态环境修复措施

也只能由罪犯实施。至于年老体弱、劳动能力低

下，无法实施生态环境修复措施的罪犯可否将生

态环境修复措施的实施主体扩张至其亲友或者

第三方专业机构的问题，笔者认为前述主体根本

不应成为环境罚金刑“修复性易科执行制度”的

适用对象，原因在于：只有罪犯无经济能力缴纳

罚金但有能力实施生态环境修复措施时，法院才

会裁定其罚金刑的易科执行；若罪犯有能力购买

第三方专业机构的生态环境修复服务或者无能

力实施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则不能满足易科的条

件，法院便不应裁定易科执行。若罪犯确实既无

力实施生态环境修复措施也无法缴纳罚金，人民

法院可依据《刑法》第 53 条、《刑事诉讼法》第

271 条裁定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罚金。

此外，为确保生态环境修复措施的实施主体为罪

犯并保证生态环境能得到按时保质修复，在罪犯

实施生态环境修复措施过程中，行政主管部门应

以定期和不定期检查的方式对实施主体、实施进

度、实施情况进行监督。 

3. 取消担保并设置“反向易科”为执行失信

惩处方式 

如前所述，在环境罚金刑“修复性易科执行

制度”中采用保证金担保和保证人担保这两种执

行担保方式均不妥当，基于设置执行担保的目的

在于确保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得以有效实施，且该

目的可通过惩处执行失信行为的强化得以实现，

故笔者建议取消执行担保。鉴于我国目前惩处执

行失信行为的手段不够严苛，不能促使罪犯积极

实施生态环境修复措施，笔者建议借鉴瑞士、日

本、俄罗斯等国以及我国澳门地区的做法，在罪

犯不依法实施生态环境修复措施时，将罚金刑

“反向易科”为短期自由刑作为易科执行失信的

惩处手段，并禁止易科执行制度的再次适用。虽

然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以及联合国预

防犯罪与刑事司法委员会为减轻监狱负担，对不

支付罚金自动易科为短期自由刑持否定态度[29]，

但本文所论的将短期自由刑作为易科执行失信

的惩处手段并非两机构所称的“自动易科”而是

“有条件易科”，且旨在将其作为一种威慑手段，

因此并非一定会给监狱带来过多负担。 

4. 明确易科执行结案的方式 

在环境罚金刑“修复性易科执行制度”中，

由于罪犯完成补种复绿、增殖放流、护林护鸟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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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巡江巡河等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就相当于已“承

担”原罚金刑责任，并非该责任的“免除”，法

院既不应以“依照刑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免除罚

金”也不应以“其他应当终结执行的情形”采用

“终结执行”方式结案。由于易科执行裁定中所

确定的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已执行完毕，法院应适

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

题的规定(试行)》第 108 条以“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内容全部执行完毕”采用“执行完毕”方式

结案。根据《人民法院办理执行案件规范》第 502

条的规定，在执行完毕后，人民法院应当制作结

案通知书并送达当事人。因此，生态环境修复措

施实施期限届满时，法院委托的第三方专业机构

对生态环境修复进行验收并出具验收报告，法院

根据验收报告判断罪犯是否已完成生态环境修

复。若生态环境修复验收不合格，则法院应认定

易科执行裁定中的生态环境修复措施未执行完

毕，则可裁定将罚金刑“反向易科”为短期自由

刑；若生态环境修复验收合格，法院认定易科执

行裁定中的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已执行完毕，则法

院应采用“执行完毕”方式结案，制作易科执行

结案通知书并送达罪犯，将此前实践中采用的裁

定“终结执行”方式结案更正为“执行完毕”方

式结案。 

 

注释： 

 

①   替代性刑事处罚即 alternative sentence，也作 creative 

sentence，指“自由刑以外的用以代替自由刑的刑事制

裁方法”(杨显光《劳改法学词典》， 成都：四川辞书

出版社，1989 年版，第 119 页)。同样，《布莱克法律

词典》将其解释为“替代监禁的其他惩处”，如社区服

务和对受害人赔偿。 

②   在价值意义上被译为“恢复性正义”，在司法程序意义

上被译为“恢复性司法”。 

③   考虑到无限的不附条件的宽恕是一种理想状态，不能

为社会大众广泛接受，故本文仅讨论传统宽恕理论。 

④   虽然该类模式也将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写入判决书中，

但并不等同于直接判决生态环境修复措施，而是判决

罚金刑，并明确以实施生态环境修复措施替代已宣告

的罚金刑执行，可视为将易科执行与判决合并而成的

简易程序。 

⑤   (2015)迭林执字第 16 号，(2015)迭林执字第 17 号，

(2016)甘 7502 执 17 号。 

⑥   (2014)邵刑初字第 173 号，(2015)邵刑初字第 124 号，

(2015)邵刑初字第 139 号，(2015)邵刑初字第 138 号，

(2015)邵刑初字第 156 号，(2015)邵刑初字第 203 号，

(2015)邵刑初字第 249 号。 

⑦   (2014)邵种监字第 1 号，(2015)邵种监字第 1、2 号，

(2015)邵种监字第 3 号，(2015)邵种监字第 4 号，(2015)

邵种监字第 5 号，(2015)邵种监字第 6 号，(2015)邵种

监字第 7 号。 

⑧   虽然浙江省法院曾在 1951 年 10 月 10 日的《关于税务

罚金于被告无财产可供执行时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

对罚金刑是否可易科为徒刑或者劳役持肯定态度，但

最高人民法院在 1960 年 5 月 12 日《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判处罚金不能易服劳役问题的复函》对罚金刑是否

可易科为劳役持否定态度。 

⑨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提及的支持罪犯亲属补种仅

限于为探索建立“补植复绿”机制而依法不起诉或者

酌情从轻处理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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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and legislation construction on 
 the institution of restorative alternative sentence of environmental penalty 

 

TANG Shaojun, HUANG Dong 

 

(School of Law,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Abstract: If environmental penalty cannot or is not suitable to be executed, criminals can alternatively be 

re-sentenc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to fish-farming, tree-planting, bird-breeding, river-protecting, and 

some other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restorative measures which are non-penalization punishments. The 

theory of restorative justice, the theory of forgiveness and the ecologicalization of criminal law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stitution of restorative alternative sentence of environmental 

penalty. During the trials in Gansu, Fujian, Guizhou and some other provinces,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that 

need to be solved, such as uncertainty of offices making restorative plans and carrying out acceptance check, 

incorrect wideness of performers tak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restorative measures, inappropriate 

assurance and improper way to end execution.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construction and rational utilization of 

the institution of restorative alternative sentence of environmental penalty,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Firstly, 

third-party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s should be authorized by the court to make restorative plans and carry 

out acceptance check. Secondly, performing entity which takes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restorative 

measures should be specified as criminals. Thirdly, guarantee should be canceled and re-sentence should be 

set to prison for non-performance so as to clear the way to end execution, in the hope of realiz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good use of the institution.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penalty; restorative justice; alternative sentence; the institution of restorative 

alternative sentence;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restorative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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